
摘要：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

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

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 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

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 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 1994年

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

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

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

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

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

合理分权。

关键词：财政分权 经济增长 经济波动

一、引言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巨大。Tiebout （1956）、Musgrave （1959）以及 Oates

（1972）等人发展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已经证明，政府间适度分权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

的改进。而钱颖一和温加斯特（Qian和Weingast，1997）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有助于改进不同层级政府的激励，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理论

都认为，不同的财政分权体制会带来相应的经济绩效，具体作用机制如下：第一，各地方居民

的偏好不同，给定信息不对称，如果通过中央统一供给公共品，就无法有效满足居民的异质偏

好，而财政分权能够赋予地方政府供给公共品的自主权，允许地方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供

公共品；第二，财政分权形成了地方的多中心利益格局，地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展开

竞争，竞争导致要素流动，这种用脚投票机制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外在压力，从而硬化地方政

府预算约束，减少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第三，地方之间的竞争会促进地方之间的分工和专业

化，并激励地方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第四，地方之间的竞争还容易改善当地的公共治理水

平。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但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带来相应的不利后果。第一，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利益分割，不

利于地区之间的协调，结果一些具有地区外部性的公共品就无法有效提供，比如教育和医疗

等等。地方的免费搭车行为会加剧这种低效率。第二，地区之间的竞争会加剧区际不平等，并

且竞赛到底的博弈格局会导致税率下降，从而降低公共品的投入，特别是财政分权所引致的

税收竞争会导致流动和不流动要素之间进行税收歧视，从而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加剧不平

等状况。第三，地方政府拥有相应的自由处置权后，给定信息不对称，就可能加剧地方的裙带

关系，从而加剧地方腐败。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可能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并阻碍经济增长。

可见，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两面的。Breuss和 Eller（2004）、Eller（2004）认为，分权和

增长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弧状关系，有一个最优财政分权程度的问题。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周业安 章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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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也存在一个最优的财政分权？很多学

者对此做了探讨。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

逐步实行财政分权体制，特别是 1994年分税制实

施以后，分权这种模式制度化了。但分权给经济究

竟带来何种影响，仍然存在很多争论。现有的证据

是矛盾的。邹恒甫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财政分权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这意味着分权过度了

（Zhang and Zou，1998，2001；Jin and Zou，2005）；而

林毅夫等人则提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分权的确促进

了经济增长（Lin and Liu，2000）；张晏等人的研究发

现，分税制以前分权不利于增长，但分税制以后则

有利于增长（张晏，2005）。矛盾的经验证据似乎暗

示存在一个最优分权程度的问题。但如果真的做这

样的思考，也可能陷入错误的逻辑。

要正确理解我国的财政分权的经济后果，必须

理解这种分权模式的本质。和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析

背景不同，我国的财政分权是局部的，不完全的。首

先，这种分权局限在中央和地方层级政府之间的责

权利划分，地方虽然可以通过法定的预算内收支权

力以及预算外和制度外收支来获得相应的自主权，

但毕竟没有独立的税权，所以称不上严格的分权体

制，只能算事实上的分权，也即钱颖一和温加斯特

等人所谓的“经济联邦主义”。其次，这种分权仅限

于政府，不涉及居民。也就意味着事实上的分权让

地方政府获得了事实上的自主权，但居民没有相应

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地方所受的制约只能来自上级

政府，而不是来自当地居民。结果，这种非公共财政

体制下的分权可以促进增长，但必然会给经济带来

诸多负面影响。由于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注意到财政

作为宪政的本质这一问题，也就无法一致地合理地

发现和解释我国财政分权的各种正反作用。

本文认为，我国的财政分权由于本身的制度缺

陷，使得其对经济的作用存在内在的冲突。一方面，

分权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会

给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主要体现在人为的经

济波动上。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诱致型波

动，正是中国这些年经济最合理的刻画。而这种特

定的经济画面恰恰来自分权这一制度因素。现有的

文献仅仅关注到增长，却忽视了相伴生的波动，从

而无法正确揭示分权的真实作用。本文将分以下部

分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关系，

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给出相关的理论综述；

第三部分给出数据说明和计量方程设计说明；第四

部分是计量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

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理论综述

财政分权通常涉及有关公共职能的权威和责

任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在严格意义

上，财政分权又称为“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

ism），其实就是指分权的财政体制,其中的分权特指

地方政府或地方立法机关具有相对独立的税权，包

括与征税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

政策制定权和税收征管权三方面。但在没有明确独

立税权的条件下，也会存在分权的情形，这要看地

方政府是否在财政收支上拥有事实上的部分自由

处置权。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等人注意到，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分权模式，在地方政府

没有获得相对独立税权的前提下，拥有了部分公共

职能的事实自由处置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经济

联邦主义”，这种分权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

激励，从而能够起到促进市场或者保护市场的作

用，并相应地促进了经济增长（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1995；Qian and Weingast，1996，1997；Jin,

Qian and Weingast，2005）。周黎安（2004，2007）则

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政府间关系看成是一个类

似企业内部的承包制，通过政府逐级实施公共职能

外包，并辅之以竞标赛的考核方式，不仅使得地方

政府拥有了可观的自由处置权，而且也大大激励了

地方政府促进市场的行为。

一些学者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国家

的分权模式和绩效，发现中国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

提下进行适度的分权，获得了更好的经济绩效。比如

Blanchard和 Shleifer（2000）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的

地方政府行为，认为俄罗斯中央政府缺乏权威，被老

企业俘获，导致寻租和阻碍新企业参与竞争。而中国

的中央政府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减少了地方

俘获的风险，并限制了租金竞争的范围和程度。因

此，分权的背后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决

定中俄分权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Berkowitz和 Li

（2000）、Zhuravaskaya（2000）以及 Jin等（2005）也比

较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财政分权，Berkowitz和 Li 认

为中国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加清晰的税权，这可以解

释两国经济绩效差异；而后两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

存在的高效财政激励是导致中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原

因。 Matinez - Vazquez 和 Rider（2005）、Frasch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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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及 Singh（2007）比较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的财

政分权及其经济后果，他们都承认，中国实行的是事

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而印度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国

家，原本就是财政联邦主义的，但两国的经济发展差

异恰恰和这不同的财政分权形式有关。不过他们的

结论却不尽相同。Matinez- Vazquez和 Rider（2005）

认为，两国的财政分权同样产生了预算软约束和对

地方政府失控等问题，并且预言这些问题会阻碍未

来的经济增长。而 Fraschini（2006）认为中国的财政

分权导致了对地方的预算约束硬化，印度则没有做

到这一点；Singh（2007）发现中国的乡村自治程度较

高，而印度的权威一直比较集中，他们都认为，这些

差别可以解释中国和印度经济绩效的差异。

现有的一些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关

系的经验研究支持上述结论。林毅夫和刘志强（Lin

and Liu，2000）的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人均 GDP

增长率有正的、显著的影响，FD系数估计值为

0.0362。通过财政补贴因素的调整，结果还是显著为

正。不过林毅夫等人没有区分 1994年分税制和以

前的收入分享制在财政分权方面的显著差别。张晏

和龚六堂（2004）、张晏（2005）基于 1986~2002年的

数据分别研究了分税制前后以及全样本的财政分

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分税制前是负相关的，

但分税制后是显著正相关的，全样本数据研究也不

再显著负相关。在引入政府支出等因素后仍然如

此。刘金涛等人（2006）利用 1982~2000年相关统计

数据研究发现，如果用地方自主权作为分权指标，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分税制以前，财政分权对经济

增长负作用，分税制之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

有正的影响。温娇秀（2006）利用 1980~2004年省级

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

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

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

势高于中西部地区。

但是仍有许多经验实证研究给出相反的结论。

Zhang和 Zou（1998）首先基于中国 28个省份 1980~

199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

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Zhang和 Zou（2001）基于中

国 29个省份 1987~1993年的数据同样发现这种显

著负相关关系。Jin和 Zou（2005）把中国省级数据划

分为 1979~1993和 1994~1999两个阶段，研究发现

1979~1993年间按支出计算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

负相关；但按收入计算的财政分权和增长正相关。

1994~1999 年间支出分权和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

系，而收入分权和增长显著负相关。邹恒甫（Zou）等

人的这些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分权

并没有取得钱颖一等人所设想的结果，恰恰相反，中

国出现了分权过度的现象。胡书东（2001）从制度变

迁角度考察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同样

发现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发现，财政分权不仅没有促进经

济增长，反而给宏观经济带来了不稳定性。王绍光

（1997）早就指出，过度财政分权会导致宏观经济不

稳定。乔宝云（2002）分析了分权和不均等的关系，

利用 1985~1998年数据发现，尽管财政分权显著影

响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财政分权的

最优水平是 71.7%。同时，财政分权显著增加了中国

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均等和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殷德生（2004）的研究发现，

财政分权既没有明显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拉大了

地区差距。陈抗等人（2002）认为，在财政分权条件

下，内地政府会表现出持续的低效率；张军和金煜

（2005）的研究也发现财政分权会加大富裕省份和

贫穷省份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上的相对差距。郭

旭新（2007）认为，由于信息不透明以及缺乏有力的

预算约束, 经济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化导致了地方

政府某些不合理的投资，从而导致了宏观经济的不

稳定性。解垩（2007）也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和

财政分权程度、政府财政支出有关。只有王玮（2003）

认为，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并不冲突。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

政分权究竟给经济带来何种影响还存在很大争议，

这种争议有些是来自财政分权度量口径的差异；还

有一些是来自数据选择期限的差异；其他的差异可

能来自方法上的或者理论逻辑本身的。无论如何，

一些共同的结论是存在的，那就是分税制构成了财

政分权的分水岭，分税制以前，绝大多数检验发现

分权对增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很容易

理解，尽管税收承包制赋予了地方一定的自主权，

但承包制的性质决定了这种自主权依赖政府间的

谈判，而不是制度化，这就会导致地方预期不稳定，

从而弱化其激励；相反，分税制通过制度形式把地

方的部分自由处置权固定下来，从而稳定了地方的

预期，强化了地方促进市场的激励，所以在经验研

究上，大多数文献认为，分税制以后分权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是显著的。不过，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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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说明

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产生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性，很多文献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但现有的研究存在诸多的缺陷，首先，分权的效

果取决于分权的定义本身。是采取支出分权还是采

取收入分权？是采取总量数据计算分权还是采取人

均数据或者边际数据计算分权？显然，不同的分权口

径对分权和增长的关系研究影响非常大。其次，对于

经济绩效的度量也存在很多争议，通常采取人均

GDP水平或者增长率来表示绩效，但如果采取生产

可能性边界估计或者通过其他形式的估计方式，也

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再次，时间段的选择。邹恒甫

等人的研究之所以更多地呈现负相关关系，可能是

他们所选择的时间窗较窄有关。而财政分权的作用

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这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窗才

能体现其作用。最后，分权带来宏观经济不稳定未必

能够说明分权绩效的好坏。从短期来看，分权引致地

方政府竞争，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波动；但从长期来

看，这种竞争产生了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的分权模

式，反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统观现有的研究，对这

些可能存在的争论还缺乏系统的检验，因而无法准

确解释中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

本文试图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首先，我们将基

于标准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进行检

验，并把结果和已有的结论进行比较；其次，我们将

通过不同的分权口径、绩效口径及时间窗对上述逻

辑进行稳健性检验，试图发现可能存在的一些差异；

最后，我们将统一分析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和波动

效应，力图全面揭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后果。

三、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本文将构造 1986~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

经验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

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财政年鉴》。

因为，重庆市在 1997年成为直辖市，所以本

文在 1994年之前的实证检验中并没有单独

列出重庆市的数据。另外，由于西藏数据缺失

比较严重，我们也将其剔除在样本外。因此，

本文在回归中 1997年之前有 29个组别观测

点，而在 1997年之后则有 30个组别观测点。

参照现有研究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文

献，我们回归检验的基本方程为如下形式：

yit=FDit+wrkrtit+capitalrtit+taxit+xmit

+fdiit+urbanit+μi+νt+εit （1）

我们采用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其中，i表示省

份，t表示年份，μ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定效

应，νt表示仅随时间变化的时间效应，εit表示与解

释变量无关的随即扰动项。

对于变量来说，被解释变量 yit表示经济发展水

平，用人均 GDP增长率作为指标。FD表示财政分

权度，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现有文献中讨

论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选择较多，并不统一。如有

的采用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

来衡量财政分权（Ma，1997），有的以省级政府在预

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代表 （Lin and Liu，

2000），Zhang和 Zou（1998）以人均省级政府支出与

中央总支出的比值等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等等，不

同研究根据研究的侧重点选择了不同的度量标准。

不过，无论选择什么指标来度量中国各省份的财政

分权度，有两个问题需要重点考虑：各省人口规模

和中央的转移支付。因为中国省级政府支出水平与

其辖区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有关, 地方政府支出大并

不一定就说明其财政分权水平高。同时，如果不能排

除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我们也会错误地度量不同

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如我们可能高估中西部地区

的财政分权水平。因此，我们在这里采用人均各省本

级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值度量!"，用以刻画地

方的财政自主权，其中总财政支出等于人均各省份

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总和。这一

指标既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又排除了中央对地

方的转移支付的影响。不过，为了进行稳健性检查，

我们也利用其他常见的财政分权指标进行了检验。

wrkrtit是度量劳动增长率的指标，我们用全社

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来度量；capitalrtit衡量投资增

长率，我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衡量；taxit
表示各省份的实际税负水平，参考通常做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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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Ⅱ）

注：分权的度量指标是各省份本级财政支出与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

用各省份财政收入占各省份年底 GDP的比重来衡量。

其余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各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城市化进

程。其中各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分别用当年按美元和人民币中间

价计算的各省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各省份当年 GDP的比例和当

年按美元和人民币中间价计算的各省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计算得到。

表 1给出这些变量的基本描述。

四、实证检验

（一）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经过了几次重大变革，核

心内容就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本质上看，就是探索一

个能够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财政分权体制。这种体制改革隐

含地假定过去那种相对集权的财政体制不利于经济发展，而适度

地对地方分权则可能刺激经济的增长。在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调

试的过程中，就制度特征而言，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可以说是一个

分水岭。1994年以前，中央和地方通过不同的税收包干形式来实现

分权，这种分权虽然赋予了地方财政上的剩余收益权，但由于谈判

缺乏基本的法律和体制支撑，所以容易给地方带来预期不稳定和

短期行为；而 1994年的分税制则第一次通过基本的法律框架把中

央和地方的分权模式规定下来，不仅稳定了地方的长期预期，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把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个体升迁区别开来。分权的制

度化至关重要，无论谁担任地方领导，都可以在统一的制度架构下

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社会经济政策，而不用像先前那样必须一对一

谈判。可以预见，这种制度的稳定性力量能够有效消除税收分成契

约谈判的不确定性，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基于我国财政分权过程的上述制度特征，必须分 3个时间阶

段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才能真正分离和

确认分权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实际上，邹恒甫等人后期的研

究及近期国内的相关研究（比如张晏等人）均考虑到了分税制可能

起的根本变化。我们首先进行总体回归检验，时间跨度为 1986~

2004年；然后是对财政分权改革前后进行分别检验，即 1987~1994

年和 1994~2004年，目的是试图发现改革是否带来实质性变化。

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度量指标，在表 2~表 3展示了实证检验

的结果。表 2~表 3都是固定效应（fix effect）模型的估计结果。这一

选择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由于一方面 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

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同时各省份自身不可观测的因素对经济

增长可能影响不同，当然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不可观测个体特征因

素与经济增长不相关，不过就中国区域发展的现实来说，地区禀赋

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这种假设可能过于严格，所以我

们综合考虑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 2我们可以看出，总体来说，中国分权式改革确实带来了

经济的增长效应，不过对于不同的时期来说，这种影响存在差异。

首先，对于 1994年之前来说，我们并

没有发现财政分权存在促进经济增

长的效果，相反，我们发现财政分权

度的提高显著制约了经济的增长。不

过，在 1994年之后，分权式改革对于

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其

表 2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Ⅰ）

注：（1）分权的度量指标是人均各省财政支出与
人均总支出的比重。（2）本文所用检验结论由计量软
件 STATA9.2给出，其中括号内为估计值的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以下同。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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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

注：第 2~5列是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份财政支出
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

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

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对其

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

次，对于全社会从业人员增长率来说，整体时间跨度劳动人员

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尽管 1994年之前从业人员的上升

对经济的增长存在负效应，不过这一效果并非显著，而 1994年

之后从业人员的上升明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本的作用

来说，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整个时间跨度，还是划分的子区间跨

度来说，固定资产投资都明显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一发现和我

们国家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现实是相符的。再次，对于对外开

放的成果来说，FDI的增加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尽管有一项

回归的结论并不显著，但所有回归的结果是呈现正相关关系。而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 1994年后也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表 3的实证结果和表 2类似。从表 3的第一列回归结果可

以看出，在总的时间跨度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

用，各省份财政支出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 GDP增长率显著

上升 0.5个百分点。同时虽然在 1994年之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

长之间同样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第 2列显示在 1994年前财政分

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却呈现负相关关系，尽管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总的来说，表 2告诉我们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积

极作用，但在 1994年前后影响存在差异。

（二）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

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变量不仅会产生长期的增长效应，

而且还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带来短期的波动效应。我们

隐含地假定，经济波动会扰动人们的预期，并导致资源浪费，比

如重复投资等，因而必然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如何度量

这种波动效应，却是一个难题。现有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没

有给出合理的解释。由于我们主要讨论不同地区财政分权的实

际程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所以无法通过计算经济波动福利成

本的方式来度量财政分权的波动效应。还有一些研究直接通过

投资率或者水平的变化来度量波动，但由于投资是一个中间变

量，所以也不能满足我们的研究要求。为此，我们决定按照通行

的做法，用增长的结果（即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程度来度量波动。

为了寻找刻画经济波动的指标，我们参考 Philippe Aghion

等（2006）的类似处理，将 1986~2004划分成 3个时间段：1987~

1992 年，1993~1998 年，1998~2004 年，每个时间段跨度为 6

年，然后我们将每个 6年间人均 GDP增长率的标准误σi，t，t+5作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经济波动。即定义成如下形式：

σi，t，t+5=stdev[ln（yit）- ln（yit- 1）] （2）

我们利用方程（1）式右边解释变量在每个 6年中的均值分

别作为解释波动的经济变量。具体估计方程同（1）式。

我们利用 4个度量财政分权度的指标，分别是人均各省份

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

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

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然后分别对经济波动的指标σi，t，t+5进行

面板数据回归检验，我们依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具体估计结果

见表 4。

从表 4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第 3、4

列的回归结果不是十分显著，但无论哪

一个回归结果，财政分权的估计系数始

终符号为正，说明财政分权确实对经济

波动存在正效应，而全社会从业人员的

变化并不影响经济的波动。

在代表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来说，

进出口贸易并不影响中国经济的波动，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的变化

无论采取哪一种分权的度量指标进行

检验，都与经济波动显著呈现正相关关

系。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

化也与此类似，表现出与经济波动的正

相关作用。

（三）解释和说明

根据我们的实证检验，有 4点结论

值得注意。

首先，尽管大量研究表明了中国分

权式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

我们研究表明这一结论不能轻率给出。

我们发现，一方面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时期其表现不同，并

非始终有利于经济增长，在 1994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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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其他分权指标的稳健性检验（Ⅰ）
分权的度量指标 3：
各省份人均财政收入与总人均财政收入的比重

表 6 其他分权指标的稳健性检验（Ⅱ）
分权的度量指标 4：
各省份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

前反而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之所以出现这一关系，是

因为分税制实施之前，虽然不同形式的财政包干制赋予了地方

政府较大的剩余收益权，但这些权利需要通过经常性的中央和

地方谈判来获取，这种一对一的谈判的期限较短，和制度的起

效时间不匹配，导致制度的资源配置效果不能得到完全释放。

更严重的是，这种谈判没有给地方政府官员一个稳定的预期和

确定的未来，这就迫使官员不得不更多地追求短期利益，甚至寻

租。地方政府官员的这种短视行为不仅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而

且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通过谈判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更

多的自由处置权。结果，一对一的财政契约并没有对地方形成稳

定的制度化的硬性约束，反而成为地方获得更多的事实上的自

由处置权的工具。这就意味着，分税制之前的分权可能过度了。

这正是邹恒甫等人的结论。后来的研究，比如张晏等人，获得了

同样的结论。

其次，我们进一步发现，财政分权可能是导致经济波动的

诱因之一，即分权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过去的研究把

我国的经济波动归结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或者要素流动、

国外经济冲击等各种经济因素，忽略了波动的制度基础。我们

的研究证明，正是财政分权这种体制本身会带来经济波动。究

其原因，如前所述，是由于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竞争

过程中采取外延型的增长模式，产生了投资冲动，而中央为了

平抑该冲动，不断采取相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经济的波动。

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和

执行的政治交易成本，以及一些总需求变动等，都可能加剧这

种波动。但按照我们的分析，波动的来源则是分权体制本身。

又次，我们发现无论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还是

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都对经济起到“两重”作用，一方面促进经

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经济的波动，与财政分权的效果类似。

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推断。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水平，无论是对于经济增

长的作用，还是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城市化进程都起到比较

积极的作用。一方面 1994~2004年时间度，城市化水平和人均

GD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城市化水

平的提高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在分析波动的影响时，

无论采取哪一种分权指标，我们都发现城市化进程的提高有利

于减少经济波动。这一结论可能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会促进地区

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市场经济的完善

也会“熨平”经济波动的幅度。

五、稳健性讨论

尽管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从表 2~表 4可以看出分权式改

革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我们也发

现了投资的类似作用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对经济波动的 “熨平”

效果。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结论，我们

在本部分作一些稳健性检验，来巩固我

们的实证结论。

（一）其他衡量分权的指标

虽然我们利用了两种财政支出的

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度，并且获得了类

似的实证结论。但是，也有不少研究利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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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财政收入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度。表 5~表 6给出了财政收

入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度时实证结果，我们度量分权时分别

利用了人均各省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值和各省份财政收

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值。

从表 5和表 6可以看出，我们前面的结论依然成立。首先，

无论是表 5还是表 6中，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财

政分权改革之后都是显著成立，同时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也成

立。不过，对于 1987~1993年间来说，尽管符号不为负，但由于

系数不显著，并无太大说服力。

其次，就税收来说，地方税负的增加都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

放慢。而无论对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还是外商直接投

资比例，都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同时，分权式改革之后，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也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其他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技术前沿差距

与用人均 GDP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不同，我们考虑其他指

标度量经济增长，以便进行稳健性检验。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地

区经济发展的越好，那么它离技术最前沿的地区差距越小。根据

这一思想，我们构造技术前沿距离（the distance to the technolo-

gy frontier）来度量经济发展。按照我国地区发展情况，我们可以

用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经济发展的技术前沿，那么技术前

沿距离 distantit可以表示如下：

distantit=ln（yit）- ln（yshanghai，t） （3）

其中 yit表示人均 GDP，可以看出技术前沿距离描述了在时

间 t期地区 i经济增长水平距离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distantit越大表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好!"。

表 7报告了使用技术前沿距离作为我们因变量时的回归结

果，其中第 2~5列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

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

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

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

从表 7可以看出，即使我们使用了替代指标，财政分权和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发生改变，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仍

然存在很显著的正效应，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也同样

存在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地区税负

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前面估计结果不同，此处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率和技术前沿差距存在负的相关关系，且地区税负和技术前

沿差距存在正的相关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但又符

合我们通常的认识。由于技术前沿指标实际上度量了不同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和最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率和该指标负相关也就意味着，正是投资这一因素导致了地

区差距的扩大，或者说我们目前这种外延式的增长不仅没有促

进地区发展均等化，反而是造成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地区税

负因素正好相反，由于税负涉及中央政

府的转移支付，所以反而能够起到弱化

地区差距的作用。这个结论对今后的区

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不同时间窗的选择

前面我们在研究财政分权和经济

波动之间关系的时候，将 1987~2004年

划分成 3 个时间段：1987 ~1992 年、

1993~1998年、1998~2004年，每个时间

段跨度为 6年。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选择不同的时间会改变我们的结论呢？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选择不同的时间

窗，我们先前得出财政分权与经济波动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否会发生改变呢？

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另

外划分两个时间窗进行检验。一种途径

将时间段跨度缩短，我们使用 3年为一

时间跨度，划分 6个时间段；另一种途

径将时间跨度延长，我们直接使用一个

时间跨度来衡量 1987~2004年经济波

动。那么可以看出，我们度量经济波动

的指标变化为：

σi，t，t+2=stdev[ln（yit）- ln（yit- 1）] 和

表 7 其他增长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技术前沿距离

注：第 2- 5列是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份财政支出
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

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

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对其

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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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 2~5列是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份财政
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

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

分权的指标，对其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

表 8 稳健性检验（3年时间窗）σi，t，t+17=stdev[ln（yit）- ln（yit- 1）] （4）

我们再次求的方程（1）式右边解释变量在每个 3年或 18年中

的均值，然后将其分别作为解释波动的经济变量，验证财政分权和

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见表 8。

从表 8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间窗选择为 3年时，结论基本上没

有多大变化。很容易看到财政分权确实和经济波动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同时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与经济波动显著

正相关。这也部分验证了前文的观点，说明财政分权改革的实施，

使得地方政府集中于在投资上的竞争，通过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但

是当投资发生变化时，也必然导致经济的波动。

另外，我们验证了时间跨度在 1987~2004年上财政分权和经

济波动的关系，尽管我们得到结论并不显著，但是系数符号依然为

正（这里并没有给出计量结果）。

六、结论

迄今为止，已有大量文献检验中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

系。但是这些文献要么在内容上缺乏对回归检验的稳健性讨论，要

么在体系上忽视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利用

1986~2004年中国省级数据，一方面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

系重新进行验证，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另一方面也对财政分权

和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我们发现 5个主要结论：第

一，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只有在分权制度化以后才能

实现，在分税制实施之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分

税制实施之后这种促进作用十分显著。第二，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

波动的重要原因。第三，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

直接投资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也能导致经济波动，特别是，

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扩大地区差距。第四，地方税负虽然会阻碍经济

增长，但在分权体制下，也可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第五，城市化不

仅能够促进增长，而且也能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上述结论对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无

论从支出角度看，还是从收入角度看，分权的增长效应都是正的，

这就和邹恒甫等人的结论非常不同，他们认为中国的分权过度了，

而我们认为，从增长角度看，分权并没有过度。恰恰相反，进一步的

分权能够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分权毕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制

度基础，如果要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那么就必须弱化分权的

波动效应。同时我们也看到，固定资产投资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

长，但其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如何才能在获得增长效应的同时，弱

化这些负效应呢？学者们一般的看法是，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取得某

种平衡。但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适度分权的问题，而是如何合理

地分权的问题。所谓合理的分权，就是财政不仅仅是政府管理体制

的一个部件，更重要的是财政蕴涵着立宪的内容，也就是所谓“公

共财政”。分权的波动效应以及分权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的负效应

恰恰证明，一个缺乏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分权模式有很多缺陷，会给

经济带来制度性的损害。

因此，从公共财政的视角看，目

前分权的这种混杂的效果就在于我

们仅仅是政府间的分权，而没有把居

民考虑进来。或者说，我们并不是在

公共财政范畴的分权。从增长效应的

角度看，要求进一步分权，但同时，要

通过改进政府管理体制，或者进行公

共治理创新，来消除分权的负效应。

关键做法就是实行公共财政，在赋予

地方必要的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也赋

予当地居民监督政府、参与政府决

策、审核财政预决算的权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责任编辑：蒋东生）

注释

!"两代联邦主义理论的比较参见 Oates
（2006）和Weingast（2006）。

#"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国内研究中乔
宝云（2002）和殷德生（2004）也采取类似的处
理。

$"注意，技术前沿差距基本上取非正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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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By the use of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1986 to 2004, we have scanne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and found that, although in the long

run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has indeed goad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impact of this decentralization on

regions in different times varies: before 1994, it did not act upon economic growth, but after 1994, it did, and

noticeably. Meantime, we discovered that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is the important cause for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system of decentralization, th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lso have simi-

lar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fluctuations, and what is particular is that th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will

widen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se evidences, the common explanation is that, at present, China's

decentralization is in fact an incomplete and nonstandard decentralization, and that, to weaken its effect on fluc-

tuation while keeping it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order to materialize the sustained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rucial key is to carry out the public financial system, and to realize reasonable decentral-

ization under the said new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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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 Zihui

With the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and the panel data co- integration approach, we have studie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s and found that, between

1979 and 1993, the provincial- level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teract and there existed a relationship of

two- direction causality between the said revenue and the said expenditure, and that after 1994, only the fiscal

expenditure has impacted on fiscal revenue and not vice versa. In the whole period between 1979 and 2005, the

provincial- level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maintained a long- term equilibrium. Ou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system reform for tax division has actually strengthened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s' controllability i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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